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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整合相关理论构建“关系治理-集群创新网络-集群知识共享”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利用德阳装备制造业集群中205家企业的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关系治理、集群创新网络与集群企业知识共享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关系治理下共同愿景、联合行动和资源依赖三维度对集群企业知识共享均有正向影响，共同愿景、资源依赖正向影响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而联合行动只对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有正向影响；集群创新网络在关系治理与集群企业知识共享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但在不同维度的关系治理与知识共享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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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egrates relevant theories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analysis framework of "relationship governance-cluster innovation network-cluster knowledge sharing", and utilizes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205 enterprises in Deyang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luster.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use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of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cluster innovation network and knowledge sharing among cluster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the joint action and the three dimensional degree of resource dependenc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knowledge sharing of cluster enterprises under the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the common vision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positively affect the structural embedding and relational embedding of cluster innovation network, the joint action onl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tructural embedding of the cluster innovation network. Cluster innovation network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and knowledge sharing among cluster enterprises,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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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产业集群作为一类重要的产业组织形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日渐显著，特别是在信息化与网络化迅猛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产业集群不仅为企业带来专业化分工及成本优势，同时也促进了知识传播与创新[1]。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产业集群视为一个动态的知识共同体和知识网络，并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产业集群内部的重要机制——知识共享层面，认为知识共享是产业集群获取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2]。然而，集群内企业进行知识共享的内在机制和相应的影响因素在现有研究中却还未被厘清。
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表明，企业所嵌入的组织间网络蕴含丰富的社会资本，不仅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原来通过自身途径难以得到的利益，也能促进企业间建立信任关系，提升合作水平[3]。受此启发，来自产业集群和知识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指出，集群企业间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于形成联系紧密、互动充分、相互信任并具备一定结构特征的集群创新网络[4]。这也引出了下面两个重要议题：
第一个议题是如何促进集群内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加深彼此间的信任关系，以形成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创新网络来促进集群知识共享。虽然产业集群所拥有的地理邻近优势为集群内的企业相互联结成网络组织创造了便利条件，但地理的邻近并不是经济主体进行协作的充分条件。集群内大量的企业缺少足够的互动与合作，相关产业链没有充分整合，导致各类创新元素无法高效配置[5]。因此，想要促进集群内的企业加强联结与交流，提高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以形成有效的创新网络，从而促进集群知识共享，这当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集群企业的治理。然而，集群组织间并非一种单纯的委托代理关系，仅仅使用传统的科层治理（如政策命令）和市场治理结构（如契约治理）难以应付集群复杂多变的环境。而来自管理学前沿研究之一的关系治理理论，为研究集群的治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补充。关系治理颠覆了以往单边主体的治理模式，实现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互惠互利的网络动态治理模式[6]。第二个议题便是集群创新网络与知识共享间关系的问题。目前关于该议题的研究更多停留在理论描述层面，实证分析较少，导致对集群创新网络对集群知识共享的作用机制的认识依旧模糊，有待深入挖掘。因此，如何利用关系治理促进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形成，从而促进知识共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遗憾的是，该议题并未被学者们充分捕捉。

针对上述研究背景，本文以中国集群企业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关系治理、社会网络与知识管理相关理论，以集群创新网络为中介变量，研究关系治理对集群企业知识共享的影响机制，构建“关系治理-集群创新网络-集群知识共享”的理论模型，以期能够帮助业界和学界深入理解关系治理对集群创新网络形成的影响，以及创新网络与知识共享的关系；同时也为相关部门和企业利用关系治理机制改善产业集群创新网络，进而提升集群知识共享水平提供理论参考。

2  理论基础和文献回顾
2.1  关系治理

关系治理的概念起源于关系契约理论，被学者们定义为通过制定和设置社会性与关系性治理规则（如社会交往、信息交流、信任和互动等）来对合作各方的活动施加影响的一系列方式的总称，是市场和科层两种治理模式的折衷形态[7]。目前关于关系治理机制所包含的内容，学者们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本文在综合Jones等[8]、Zaheer等[9]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关系治理划分为共同愿景、联合行动和资源依赖3个维度。
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系治理对合作的影响上，并认为有效的关系治理是提高合作水平的重要手段。林润辉等[10]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指出关系治理对组织合作过程中的分工协作、风险分摊和知识溢出等各层面均有影响。陈灿[11]指出合理的关系治理能够改善企业的合作水平，降低交易费用并提升合作各方的竞争力。Lin等[12]认为包括网络管理能力在内的关系治理有助于加强企业间的互动和联系，提高合作绩效。Zaheer等[9]的研究发现，出于对利益的争夺，企业间合作失败的概率非常高，合理的关系治理能够提升合作质量，使得合作得以持续。Paulraj等[13]强调关系治理能够通过促进组织间的互动与合作来构筑企业的外部网络联结，且只有合理运用关系治理才能达到良好合作效果。Lavie等[14]认为关系治理主要通过关系协调和联合解决问题机制来加强组织间的信任、承诺等。

2.2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

随着产业集群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集群的创新能力主要来自于网络，创新网络是集群发展的高级阶段。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上看，集群创新网络被学者们定义为一种以知识分工协作为基础，以集群企业间合作创新关系为主要联结机制的组织间网络，属于社会网络的范畴。因此本文参照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将创新网络划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维度。其中，结构嵌入维度是指网络的结构（structure）或架构（configuration）以及网络内节点的联结情况，如网络节点间的联结强度、网络密度和网络中心度等；关系嵌入维度是指蕴含于网络关系内的资源，如信任关系、社会规范、准则和社会认同等。需要强调的是，集群创新网络并非一个绝对概念，学者们一般不会去界定某个集群内是否存在创新网络（也没有一组标准的判断指标），而主要是根据企业间互动与合作创新的程度来考察创新网络形成的情况。

关于集群创新网络形成的驱动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从竞争优势、资源互补和治理机制等视角进行解释[6,15-16]。在竞争优势的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强调核心企业在集群创新网络形成上的作用。如谢永平等[6]认为产业集群中会存在一些核心企业能够与环境较好地耦合并与其他组织进行良好互动，使得自身的竞争力及网络地位不断增强，从而对整个网络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资源互补视角的观点认为，企业自身的资源有限，需要通过集群创新网络的途径来获取所需的创新资源[15]。在治理机制的研究视角上，早期的研究主要借鉴市场和传统的科层治理机制，探讨权威、命令、法律法规等官僚治理与正式契约对集群企业行为规范、网络成员相互联结的作用[17]；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意识到产业集群过于复杂，仅利用强制性的正式治理机制已力不从心，并发现基于激励约束、沟通交流、文化和信任机制的关系治理更有利于创新网络的形成。Müller-Seitz[18]认为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信任、沟通等组织间关系因素的制约。Binder等[19]提出基于组织间的互动合作关系是创新网络构架的主要链接机制。

2.3   产业集群中知识共享的研究
知识共享与创造是创新集群研究的重要主题。目前产业集群的知识共享研究大多建立在集群内组织已经建立了彼此间关联的假设之上，探讨行为主体特征（如组织能力与组织文化的相似性、相互信任)、知识特征（如技术相关性、知识层次、技术的壁垒性）、集群特征（如集群战略、集群生态等）、环境特征（如群内知识系统的运作机制、外部竞争等）与知识共享的关系。Torre[20]认为虽然地理邻近对于知识转移仍然是必要的，但地理距离只是影响集群内企业间知识共享与学习的一个因素，如果只有地理邻近而缺乏其他维度的邻近，如社会邻近、文化制度邻近等，就难以发生知识共享。在少数从网络视角探讨集群知识共享的文献中，几乎都是理论分析（定性分析和少量的博弈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非常少。Cowan等[21]描述了网络内组织连接的特点、个体间距离等如何影响知识的动态扩散以及知识共享程度。Tang等[22]用博弈模型发现网络规模越大、组织的关联节点越多，网络中改变知识状态的节点组织比例就越高。
2.4   小结
综上所述，在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研究上，学者均认同集群企业间的合作不会自动发生，集群的创新网络更不会自动生成，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某种合作规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参与，而关系治理则能够有效地提供这样的机制；但目前文献中讨论得更多的还是关系治理对合作的影响，鲜有文献直接研究关系治理与创新网络的关系。虽然其中一些研究实际上隐含了关系治理有助于改善企业间的联结、互动和信任等这些构成创新网络的社会资本维度，同时认为合作也是创新网络运行的主要形式，但仅有这些层面的研究并不足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关系治理对创新网络形成的影响机理。而关于产业集群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信任对于知识共享的影响，从网络视角的实证研究无论在知识管理领域还是组织关系治理领域都较少出现，它们显然把关系治理直接看作是知识共享的充分必要条件，缺少对其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的研究。
3  研究假设
3.1   关系治理与产业集群知识共享
3.1.1   共同愿景与产业集群知识共享
按照Jones等[8]的观点，共同愿景被定义为在特定的群体或文化范围内（如行业、组织等）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体系，该体系不仅可以塑造个体行为，也能规范群体一致的行为准则和行动方式。大量研究表明，共同愿景能够从3个层面促进组织之间的各类合作行为（如知识共享、协同创新等）：第一，为组织设立共同一致的期望，避免组织目标相互矛盾；第二，通过共同语境凝练复杂的信息与规则，保证组织在合作过程中交流顺畅；第三，为各种意外情况预留能被各方接受的处理方式。
Li[23]指出，共同愿景是集群企业间展开合作的基石，可以有效评估合作过程中资源交换与互补的隐含价值，并逐步消除集群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的负面状态，加强集群企业间的互动，因而有助于形成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从而增强企业间知识共享的意愿；其次，共同愿景有助于产业集群企业评价和了解合作伙伴的合作动机以及对于合作前景的态度，提高集群内各企业进行资源交换的意愿，从而形成知识共享的正面期望；再次，共同愿景可以提升集群内各企业间的沟通协调层次，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并缓解冲突与矛盾，在产业集群内形成深度合作的氛围与环境，而深度合作是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前提[8]；最后，共同愿景能够有助于集群企业形成关于合作预期成果的共识，提高集群企业合作过程中各类知识流动与转移的数量与质量，最终实现企业间的知识共享[24]。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共同愿景正向影响产业集群内企业的知识共享。
3.1.2  联合行动与产业集群知识共享
根据Heide等[25]的研究，联合行动是指合作各方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能始终保持较高的合作意愿与积极的态度，通过协商一致的行动来共同解决合作过程中的各类问题。James[26]进一步将联合行动的影响机理划分成联合规划（joint planning）和联合解决问题（joint problem solving），并指出联合解决问题主要在操作层面上注重合作各方在信息沟通、制订联合生产计划等业务流程层面的充分协同与对接，联合规划主要在管理层面上强调合作各方在管理制度上的融合以及处理突发事件上的一致行动。
联合行动能够在集群企业间形成特定的组织间协同权力，从而使得集群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达成一致行动框架以促进合作目标的实现。在集群企业进行合作的过程中，合作各方一般会根据自身所掌握的权利情况（如技术权力、信息权利、社会资本权力等）来协同彼此间合作关系和合作程度，并对合作伙伴施加影响力。而联合行动能够平衡上述这些不对等权力，在整个产业集群中形成相互制衡的动态平衡局面，从而有助于减少知识共享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27]。另外，联合行动能够影响集群企业合作策略以及共同的行为准则，并在此基础上营造出良好的合作环境以提高企业间的信任程度，改善合作伙伴间的关系，进而提升知识共享的效果[26]。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联合行动正向影响产业集群内企业的知识共享。
3.1.3   资源依赖与产业集群知识共享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单个组织所拥有的资源类型和数量都是有限的，长期来看是难以自给自足，因而需要依靠市场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组织，与它们交换资源，实现资源互补才能生存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彼此之间会形成资源的相互依赖。Dyer等[28]的研究指出，合作各方所具备的可以进行优势互补的独特资源是合作与知识共享可以达成并具有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因此，当集群企业间存在资源依赖，通常暗示了集群企业在合作中所交换的资源具有稀缺和不可替代性，这会促使企业的合作目标趋于一致，从而提高知识共享的效率和水平。Heide等[29]认为资源依赖性显著提高了企业合作过程中关系资产投资的专用性，使得企业在进行知识共享时需要支付大量的“关系租金”，而这种“关系租金”对合作伙伴的信任关系起到了保障作用，从而提升了各方的合作水平。因此在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较强的资源依赖性会大大提高合作各方的转化成本，使得企业之间的利益捆绑更为紧密，合作目标更为一致，从而降低合作企业在知识共享过程中背叛的几率。同时，资源依赖还使得企业可以不断利用协同机制来解决知识共享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冲突与矛盾，并约束机会主义行为，提高知识共享的意愿和程度。Lusch等[3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链式产业集群中供应商和分销商之间较高的合作创新绩效主要得益于彼此间的资源依赖；指出资源依赖提升了集群企业间的关系承诺程度，有效减少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以及交流障碍，并通过资源互补支持实际的合作行为，提升合作各方的信任程度，使得合作各方联合为利益共同体，最终促进知识共享水平的提升。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资源依赖正向影响产业集群内企业的知识共享。
3.2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与集群企业知识共享
3.2.1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集群企业知识共享
集群企业之间由于地理上的邻近、长期分工合作，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人际互动而形成的集群创新网络为各种信息和知识在组织间的交流、转移和共享提供了渠道，强调的是网络对知识共享的平台功能。来自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指出，网络的结构嵌入特征，如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网络成员间联结强度等都会对网络内知识和信息等各类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产生影响。Moran[31]认为，组织间网络的结构维度会从多个层面对知识的传播和转移产生影响，从而决定知识在网络内传播的范围和程度。Grant[]补标引和著录文献认为社会网络为企业接触和获取新知识搭建了交流平台，使得知识可以跨越组织边界在网络内高效传播。Yamawaki[]补标引和著录文献指出产业集群内的组织间网络能够改善组织间的信任关系，促进包括复杂知识在内的各类信息的转移和扩散。从网络密度层面上看，高密度的网络意味着组织之间已经构建了知识传递的有效规范和机制，这种规范和机制的建立为组织之间进行广泛、高效的知识共享提供了平台。蔡彬清等[]补标引和著录文献指出，较高的社会网络密度有助于网络成员形成共同的预期，提升网络成员间的合作水平，促进网络内的知识共享。同时，Ahuja[32]的一项也研究显示，网络密度越高，网络成员间知识转移的障碍越小、转移的意愿也越强烈，进而使得整个网络的创新绩效（专利数量）得到提升。而在网络成员间联结强度方面，大量研究表明，造成知识共享水平低下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各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联结的观点，如Uzzi[33]的研究指出强联结容易在个体间营造出更具启发式的氛围，激发高质量的信息交换；Ahuja[32]发现嵌入在强联结社会网络中的企业容易获取更多的资源，也愿意向网络成员分享自身的资源，从而推动隐性知识的传播。对于集群企业而言，企业之间紧密的联结能够促进彼此间的交流与互动，形成较强的社会认同感，从而提升知识共享的意愿。在网络位置层面，Schtt等[34]实证检验了网络位置与企业间知识转移效果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企业占据网络内的中心位置时，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各类知识和信息，从而增强知识转移的效果。

综上所述，当产业集群内的创新网络具备一定的结构嵌入特征时，可以显著提升网络内企业互动的频率和交流的机会，为知识共享提供了有利的机制，使得知识更容易在网络内传播和共享。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对知识共享有正向影响作用。
3.2.2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集群企业知识共享
集群创新网络的关系嵌入决定了集群内的社会交往环境，良好的网络关系对知识共享有巨大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理论认为，集群内企业之间良好的关系质量能够确保企业的知识来源稳定可靠。同时，信任作为网络关系的核心构念，被认为是自由交换信息、知识的关键，是共享知识的基础。有研究指出，高程度的关系信任是企业之间进行知识转移的重要前提。因此，集群创新网络内企业之间良好的关系质量、彼此间充分的信任可以改善互动交流的效果，从而推动群内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对知识共享有正向影响作用。
3.3  集群创新网络的中介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关系治理除了直接对网络内企业的知识共享产生作用外，也可以通过影响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特征间接作用于集群企业的知识共享。
首先，共同愿景能够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内成员企业的联结，以及创新网络整体的演化方向。在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中，共同愿景为集群内的企业构建了共同的目标及价值观体系，同时依靠其对企业互动行为进行有意识的引导，并最终会随时间推移，潜移默化为企业的行为准则，这套行为准则会促进企业之间的交易、合作以及其他的互动行为，强化企业间的关系质量和信任关系[24]。正如Li[23]所指出的，通过诸如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交、舆论和教育方式建立起了共同愿景的产业集群，会表现出更紧密的联结、更频繁的互动以及更可靠的信任关系。一些学者也认为，在共同愿景的作用下，集群企业会设法与更多的知识密集服务企业建立关系，扩展网络规模，以接触到更多异质性知识；同时改善其在创新网络的位置（如提高网络中心性、占据结构洞等），以提高控制和获得新知识的机会[10]。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a：共同愿景正向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
假设6b：共同愿景正向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关系嵌入。
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表明，联合行动能够帮助集群企业搭建跨组织的互动交流平台，促进企业间的知识传播、汇聚和共享，形成合作企业间的“知识场”效应。联合行动有助于在企业间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加强合作伙伴的稳定性并提升信任水平，增加企业间合作互动的深度，提升合作伙伴之间知识传播与技术转移的意愿，从而形成基于信任关系的创新网络。陈莉平等[35]认为，联合行动是保障创新网络稳定，提高知识共享水平，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方式。林少疆等[27]进一步指出，联合行动有助于在集群企业当中形成共同的行动准则，从而为创新网络的构建营造了良好的合作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平衡企业间的资源交换，增强合作的互惠互利性，有利于知识的转移、吸收与整合，提升合作各方的关系质量。Lin等[12]的研究显示，集群企业之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来源于合作伙伴之间的联合行动，联合行动推动了集群企业关系承诺的形成，促进集群内的知识活动水平提升，并建立起稳定的创新网络关系。总之，企业一致的行动能够以维护机制和整合机制影响创新网络的结点位置、结点间联系、关系质量，以及网络密度和网络规模等网络整体结构。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a：联合行动正向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
假设7b：联合行动正向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关系嵌入。
对于产业集群创新网络而言，较高的资源依赖程度意味着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对合作伙伴互补资源有着较高的依赖性，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企业间进行持续的交流沟通等互动行为，以及在进行资源交换时的高承诺，从而形成紧密的组织间网络[18]。同时，当集群内企业间的资源依赖性较强时，也会提高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的专用性投资程度以及经济租金，从而降低合作过程中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同时，资源依赖会通过某种激励和惩罚机制（如由经济利益产生的算计信任来促使企业间保持合作关系）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合作各方的疑虑，增强关系稳定性，保证企业能够进行更加长久的交流[29]。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显示，资源依赖能够促进合作各方维持频繁的互动与紧密的关系，提升信任水平，在合作中建立强联结，最终形成较为稳定的创新网络。
假设8a：资源依赖正向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
假设8b：资源依赖正向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关系嵌入。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关系治理能够通过影响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形成来作用于集群企业的知识共享，而这条路径正是管理学研究所重视的中介效应，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9a：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在共同愿景与知识共享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假设9b：集群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在共同愿景与知识共享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假设9c：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在联合行动与知识共享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假设9d：集群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在联合行动与知识共享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假设9e：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在资源依赖与知识共享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假设9f：集群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在资源依赖与知识共享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收集

本文实证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16年3—9月对德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实地调研，以德阳行政区（在该市及其下辖县、镇内注册和生产的企业）来确定集群的网络边界。德阳装备制造业集群是中国发展较为成熟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集群，聚集了大量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国内已有研究表明该集群内演化出了具有一定规模和明显网络特征的创新网络[36]。我们首先选取该集群当中的10家龙头企业实施深度访谈，以了解这些企业在关系治理、集群创新网络嵌入和知识共享方面的详实案例；随后根据访谈后整理的文本，借鉴目前相关文献中的成熟量表，并结合我国产业集群实际情况开发量表问卷，反复修改和完善问卷中的题项内容、逻辑顺序、语言表述和术语解释等方面。样本企业从当地开发区管委会提供的企业目录中随机抽取258家。为保证问卷填答者为企业的高管人员，我们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配合下，以电话或者邮件的方式与他们取得联系，征得同意后再通过实地走访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258份，其中实地发放156份、电子邮件发放102份，共收回问卷212份，其中有效问卷205份。样本企业的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企业特征描述
	企业特征
	样本量/家
	占比/%

	所属

行业
	光电能源
	22
	10.7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38
	18.54

	
	专用设备制造
	26
	12.68

	
	计算机和电子设备
	36
	17.56

	
	汽车制造
	52
	25.37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
	10
	4.8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13
	6.34

	
	其他
	8
	3.90

	
	 合计
	205
	100.00

	企业
规模/人
	1 000以上
	17
	8.29

	
	500～1 000
	107
	52.19

	
	100～499
	72
	35.12

	
	100以下
	9
	4.39

	
	合计
	205
	100.00


4.2  变量度量和数据处理
为避免趋中效应，本研究的问卷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问卷量表具体的测量题项、信度和构建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在内容效度方面，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都是以往文献中的成熟量表，这些量表不仅有理论支撑且大部分都被多次检验；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通过详细咨询有关学者和业界专家，对量表进行适当改编，具备较高的内容效度。
4.2.1  自变量

（1）共同愿景。在参考李林蔚等[24]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前期深度访谈的结果对量表进行适当改编，设计4个测量题项。

（2）联合行动。在借鉴Claro等[37]、 Lee[38]研究量表的基础上，设计3个题项。

（3）资源依赖。在Anderson等[39]学者开发的量表基础上，结合前期访谈结果和研究需要，设计4个测量题项。

4.2.2  因变量

本研究中的因变量为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的知识共享，其测量量表主要是在综合参考Chien等[40]研究的基础上改编，设计3个测量题项。
4.2.3  中介变量

关于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我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自我中心网络分析法，通过调查受访者感知的网络联结数量、网络关系情况来测度。

（1）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主要参考林少疆等[27]、Granovetter[41]和任胜钢等[42]学者曾经使用过的量表中的部分条款，从网络中心度、网络联结强度和网络密度3个维度进行测量，共设计3个题项。
（2）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主要参考Uzzi[33]和Granovetter [

 REF _Ref500540661 \r \h  \* MERGEFORMAT 41]的研究，从关系信任、关系质量和关系承诺3个方面进行测量，共设计3个题项。

表2 变量的信效度检验
	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

载荷
	α 值
	CR
	AVE

	共同愿景
	我们与集群内合作伙伴具有一致的创新精神
我们与集群内合作伙伴奉行共同的战略目标
我们与集群内合作伙伴对联盟未来发展的观点相同
我们与集群内合作伙伴完全赞同联盟的合作愿景
	0.834

0.754

0.728

0.697
	0.792
	0.788
	0.553

	联合行动
	我们与合作企业不会存在损人利己的倾向
我们与合作企业在关键行动中保持一致
我们与合作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换非常及时
	0.887

0.746

0.659
	0.845
	0.775
	0.648

	资源依赖
	若停止与集群内合作伙伴进行业务合作，则难以寻找新伙伴
若失去集群内伙伴的业务，我们的收入会减少很多
若终止与集群内伙伴的关系，我们的员工要重新进行培训
若终止与集群内伙伴的业务，则很多设备将无法投入其他用处
	0.846

0.787

0.768

0.709
	0.879
	0.835
	0.712

	创新网络
结构嵌入
	我们与集群内合作伙伴联系频繁

在我们所处的集群内大多数企业之间都存在直接的联系
集群内其他企业在建立关系网络时经常通过我们牵线
	0.825

0.755

0.708
	0.884
	0.863
	0.724

	创新网络
关系嵌入
	我们与集群内合作伙伴发生业务往来时彼此互相信任

我们与集群内合作伙伴联系密切

我们与集群内合作伙伴间的冲突通过持续协商达成一致
	0.822

0.772

0.676
	0.874
	0.851
	0.669

	知识共享
	我们与集群内合作伙伴共享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
我们与集群内合作伙伴共享专用性资源与知识
我们与集群内合作伙伴深入合作提升组织学习
	0.846

0.747

0.639
	0.855
	0.819
	0.738


5  结果分析
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我们首先对6个研究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原始量表的KMO值为0.879，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达到显著水平（P＜0.001），表明原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具有构建效度，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接着，采用同源同质合并的方式设计了其他5个测量模型作为竞争模型，表3列出了各因子模型的含义和检验结果，比较发现六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最优，说明该模型能最好地展现测量模型的因子结构。

另外，由于本研究的问卷都为所调查样本企业中同一管理者所填，虽在问卷填答中采取了防控措施，例如匿名、保密等，但测量仍然可能存在同源偏差的问题，因此在进一步分析之前，还需要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同源偏差的检验。本文借鉴Podsakof等[44]的研究，在六因子模型中添加潜在误差变量因子，构建一个七因子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拟合优度为χ2/df=1.63，CFI=0.91，NFI=0.93，IFI=0.92，RMSEA=0.04，较六因子模型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说明本研究构建的6个变量没有显著的同源偏差问题。 

表3 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模型
	χ2/df
	CFI
	NFI
	IFI
	RMSEA

	六因子模型；GT,LH,ZY,GX,JG,ZS
	1.82
	0.90
	0.91
	0.91
	0.05

	五因子模型；GT+LH,ZY,GX,JG,ZS
	2.36
	0.88
	0.84
	0.87
	0.06

	四因子模型；GT+LH+ZY,GX,JG,ZS
	2.56
	0.83
	0.77
	0.82
	0.08

	三因子模型；GT+LH+ZY+GX,JG,ZS
	2.76
	0.74
	0.71
	0.76
	0.11

	二因子模型；GT+LH+ZY+GX+JG,ZS
	3.05
	0.66
	0.69
	0.72
	0.14

	单因子模型；GT+LH+ZY+GX+JG+ZS
	4.03
	0.58
	0.63
	0.67
	0.19


注：GT表示共同愿景；LH表示联合行动；ZY表示资源依赖；GX表示创新网络关系嵌入；JG表示创新网络结构嵌入；ZS表示知识共享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分析，所用软件为EQS6.1（equally spaced）。相对于Amos，该软件具有可以处理非正态分布与遗失数据模型的优势。首先检验直接效应，以共同愿景、联合行动和资源依赖为自变量，知识共享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1。如图1所示，模型1的χ2/df、CFI和NFI等各项指标均达标，说明直接效应模型的拟合度符合要求。从图1可以发现，共同愿景、联合行动和资源依赖对知识共享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8、0.29和0.36，且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所以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均获得支持。
[image: image1.png]



注：1）χ2/df=1.44, CFI=0.90,NFI=0.91,IFI=0.92,RMSEA=0.04；2）***、**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3）为保证视觉上的简洁，只显示潜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模型，省略观测变量到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
图1  模型1：关系治理对知识共享的直接效应模型
随后，为检验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的中介作用，我们设计了5个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模型2为完全中介模型，也就是基准模型，见图2；另外4个为竞争模型（全部为部分中介模型，由于篇幅所限不再画出）。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增加了共同愿景对知识共享的影响路径；模型4在模型2基础上增加联合行动对知识共享的影响路径；模型5在模型2基础上增加资源依赖对知识共享的影响路径；模型6在模型2基础上同时增加共同愿景、联合行动和资源依赖对知识共享的影响路径。接着，参照Bagozzi等[]补标引和著录文献的研究，采用整体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进行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得出模型6为最佳匹配模型。

表4  结构方程模型比较结果

	模型类别
	χ2/df
	CFI
	NFI
	IFI
	RMSEA

	模型2：完全中介模型（基准模型）
	1.62
	0.90
	0.91
	0.92
	0.07

	模型3：部分中介模型
	1.60
	0.91
	0.92
	0.93
	0.06

	模型4：部分中介模型
	1.59
	0.91
	0.92
	0.93
	0.06

	模型5：部分中介模型
	1.57
	0.92
	0.92
	0.93
	0.05

	模型6：最佳匹配模型
	1.53
	0.93
	0.94
	0.95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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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和*分别表示P＜0.001、P＜0.01和P＜0.05；2）为保证视觉上的简洁，只显示潜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模型，省略了观测变量到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下同
图2  模型2：关系治理对知识共享的完全中介模型（基准模型）
模型6如图3所示，共同愿景对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39和0.42，P<0.01），假设6a和6b获得支持；同时，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集群企业知识共享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51和0.45，P<0.001），假设4和假设5获得支持。进一步的，按照Baron等[]补标引和著录文献提出的中介变量分析方法并利用Sobel检验（Z值）来检验中介效应。通过比较直接效应模型1以及加入中介变量（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变量）后的模型6，可以发现加入中介变量后，共同愿景对知识共享的直接作用消失了；同时综合假设1、假设6a与假设6b的分析结果，可判断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在共同愿景与知识共享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Sobel检验结果也支持中介效应（Z= 3.03，P<0.05），假设9a、假设9b得到支持。该结果说明共同愿景对集群企业知识共享的作用需要通过集群创新网络这一途径才能实现，仅仅拥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体系不会直接促成企业知识共享，而是首先需要在共同愿景的作用下实现集群企业间频繁的互动并建立紧密的信任关系后才能逐渐实现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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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模型6：关系治理对知识共享最佳匹配的结构方程模型
资源依赖对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38和0.34，P<0.01），假设8a和假设8b获得支持；但与共同愿景的作用机制不同的是，在加入了中介变量后的模型6中，资源依赖对知识共享的直接作用并未消失，说明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在资源依赖与知识共享关系中只起到部分中介作用（Z= 2.91，P<0.05），假设9f、假设9e成立。
联合行动对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特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43，P<0.001），而对创新网络的关系嵌入特征影响却不显著，假设7a获得支持而假设7b未获支持，表明联合行动机制虽然有助于集群企业之间的行动保持一致、增加互动的频率和联结的强度，但却无助于改善企业之间的关系质量。进一步的，通过对比模型1和模型6，可以判断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Z= 3.15，P<0.05），而创新网络关系嵌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假设9c获得支持而假设9d未获支持。

6  结论

本文运用关系治理、社会网络与知识管理相关理论，通过对中国205家集群企业的实证分析，研究了关系治理对集群创新网络和集群企业知识共享的作用机理，以及集群创新网络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关系治理下的3个维度对集群企业知识共享均产生正向影响。该结论进一步支持了知识管理理论中关于知识治理的观点，即设计合理的治理机制和工具有助于克服知识转移、传播和共享过程中的多种障碍，如因果模糊性、知识粘性和机会主义等，提升知识共享效率[45]。另一方面，关系治理机制下的共同愿景与资源依赖两个维度对集群创新网络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这一结论用实证数据佐证了集群内良好的关系治理行为有助于创新网络的形成，也对现有文献中的相关理论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补充。另外，联合行动只对集群创新网络中的结构嵌入有正向影响，对关系嵌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该结论与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46]，可能是由于在中国情景下集群企业的行动逻辑与国外企业有所差异，国内企业行动的规则意识较弱，因而像联合行动这类带有一定程度强制性的框架协议虽然能规范企业的互动行为，但从信任关系角度上看，这些互动行为更多的可能是基于算计信任关系的合作，而在改善企业间基于善意信任关系层面并没有直接的帮助。

第二，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对知识共享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不仅印证了现有研究中的主流观点，即集群企业所构成的网络有利于信息、知识和资源在网络内流通与传播，同时也实证分析了现有文献中涉及较少的集群创新网络与组织间知识共享的关系。

第三，集群创新网络是关系治理与知识共享关系中的重要中介变量，但其在不同维度的关系治理与知识共享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资源依赖与知识共享的关系中，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都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在联合行动与知识共享的关系中，只有集群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这表明，资源依赖和联合行动一方面能够直接影响集群企业间的知识共享，另一方面也能通过集群创新网络作用于知识共享。但是在共同愿景与知识共享的关系中，集群创新网络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也即共同愿景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完全是通过创新网络的中介作用来传递的。
上述结论一方面回应了关系治理理论当中关于治理机制的观点[47]，即在多数情况下关系治理行为不是直接作用于各方的合作行为，而是通过合作各方的联系、互动、行动准则与关系信任等路径来影响合作行为；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集群创新网络在关系治理与集群知识共享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1）在目前的社会网络研究领域中，大部分文献探讨的都是网络的影响后果，而对网络的前置变量（即哪些因素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网络的构建和形成）的研究不够深入，基本都停留在理论描述和概念辨析层面；本文从关系治理视角实证分析了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形成的前置变量及其作用机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社会网络领域的研究成果。（2）通过探讨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中介作用，厘清了关系治理与集群企业知识共享关系中的传导机制，弥补了关系治理与集群企业知识共享关系研究中被忽略的中介变量这一研究盲点。
本文的研究对于管理实践的重要启示在于：（1）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应合理运用关系治理行为，通过共同愿景、联合行动和资源依赖等机制协调集群个体间的相互行为，促进企业间建立信任与合作，减少恶性竞争与冲突，降低集群网络内部资源消耗，从而提升集群内部知识信息的共享水平。（2）一方面要在产业集群中充分发挥创新网络对知识、信息和资源的配置作用，加速知识在产业集群中的流动与传播，推动知识共享，提升集群整体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应重视集群创新网络的传导作用，通过运用关系治理与构建集群创新网络“双管齐下”的方式，共同促进集群企业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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